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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解放的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

殷之光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秩序观的

物质基础。 １９ 世纪欧洲国家的全球扩张推动欧洲思想家开始在全球尺度上对秩序问

题进行整体性和普遍性的思考， 在这个进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 实证主义与历史

主义三种思想脉络。 其中，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认识动态秩序的方法， 将秩序看作不

同行为体在不同尺度的共同体内通过集体运动而投射出的规律。 这种集体运动改造

着人类所在的物质世界， 同时经由人类活动而改造了的物质世界反过来又为新一代

人类的活动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这种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连续堆叠构成了秩序

的又一种特质， 即自然世界与人的社会生活历史性的交织。 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

是其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剥离导致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断裂， 并使 “全球南方” 等

整体性概念难以被充分理解。 由于孤立运用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理论传统， 既有研

究难以系统理论化中国的秩序观。 唯物辩证法不仅提供了彻底的整体主义认识论，
还为阐释现代中国秩序观奠定了普遍性理论基础。 中国的政治实践不仅继承了这一

认识论， 更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中提供了推动理论发展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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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秩序思考的辩证法路径

今天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什么？ 中国描述自身的国际秩序理想与实践应当依

据什么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这种认识论的普遍性基础在哪里？ 如何与既有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基础进行对话？ 讨论这一系列问题， 必然需要处理时间和

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复杂性关系。 沿着时间维度展开， 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

秩序从何而来、 向何处去、 是否具有连续性与一致性； 沿着空间维度， 我们需要

处理的问题则变成了秩序的扩散以及空间尺度对秩序复杂性、 稳定性和普遍性的

影响。 我们通常还会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区分开来， 并尝试通过寻找两者之间

的共振关系来建立某种更具普遍性的统一理论。 此外， 人们在复杂体系中对规律

的探索自然附带了一种目的论诉求， 即希望在看似无序的复杂体系中寻找可供参

考与遵循的确定性原则。 这也在根本上突显了一切认识论探索中难以回避的人类

中心主义视角。 承认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必然性， 由此成为我们对秩序问题讨

论的起点。

运动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性规律。 在时间维度上， 无休止的复杂运动成为秩

序思考面临的首要障碍。 形式逻辑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复杂运动的一种方法， 即将世

界理解为一个个静态时刻的叠加， 并且通过对静态时刻进一步细分， 以原子论为方

法， 以不同基本单位为基准， 将每一个静态 “切片” 拆分为诸多基本单位构成的规

律结构。 接下来比对每一个静态时刻中结构的异同， 在此基础上确立常量与变量，

并尝试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 通过形式逻辑的归纳与演绎法推导出规律的普遍

性。 对结构及其规律的探索也蕴含了对稳定性的预设， 对秩序的研究随之也就局限

于对稳定性现象的分析上。

形式逻辑在讨论秩序问题时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在于， 它预设了一个超越性的观

察者本体以及一种不受人类能动影响的 “客观” 规律。 观察者本体居于经验世界之

外。 经验世界中的规律可以在对原子化的、 静态的事件或历史截面的精细分析中显

现， 并且这种规律必然使系统趋向稳定。 然而， 在多大程度上那些基于 “规律” 构

成的 “秩序” 是自然的而非社会性的， 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观察者 “意志” 的干

涉？ 秩序是否真正趋于稳定？ 上述问题的提出触碰了形式逻辑的边界。 当面对自然

与社会、 理性与意志、 客观与主观等二分范畴之间模糊的边界时， 辩证法逻辑提供

了认识论革命的可能。 在这些二分范畴之外， 辩证法采用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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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集中到对复杂关系、 运动尤其是体系运动中累积性量变向革命性质变的转化等问

题上。 这也为思考秩序特别是秩序的创生与兴衰这种时空尺度中的宏大理论问题提

供了认识论上的立足点。

对什么是秩序的理论讨论往往出现于历史的重大变动时代， 且具有推动理论与

实践革新乃至范式革命的潜能。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中不乏对于国际秩序问

题的讨论， 这种宏大的理论兴趣往往与经验世界中影响深远的时代性变迁紧密相连，

由时代变迁而促生的宏大理论问题又进一步构筑了一定时期内科学研究的基本认识

论与方法论范式。 根据谷歌 Ｎｇｒａｍ ｖｉｅｗｅｒ 的简单统计， 我们就能较清晰地看到对秩

序的知识兴趣与关键历史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西方经济危机、 冷战结束以及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这

几个时间段上对秩序问题的讨论都有显著增加 （如图 １）。 实际上， 秩序的理论化即

知识生产的内部演进， 是现实对理论的推动， 也是理论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这就形

成了不同理论之间、 不同实践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纠缠共振。 将这种纠缠共

振 “状态” 作为研究对象， 而非单纯追求理解不同主体的 “本质”， 更加有助于我

们把握作为动态的秩序发展与演变。 具体来说， 将这种理论兴趣———或是以某些

特定群体用某种语言写作并发表作品的绝对增量———视为一种思想史现象， 我们

可以展开知识社会学与思想史的考察， 即这种共同兴趣如何产生、 何时产生、 为

何产生、 由谁生产、 为谁生产、 由谁共享、 如何传播以及面对谁传播， 这些共同

兴趣背后是否存在认识论的基本共识， 这些都是知识社会学与思想史考察能够处

理的基本变量。

图 １　 谷歌 Ｎｇｒａｍ 对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世界秩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国际秩序）、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全球秩序） 三个词组的词频统计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谷歌 Ｎｇｒａｍ ｖｉｅｗｅｒ 检索结果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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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尺度是秩序讨论的又一前提， 空间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展开提供了基本场

所。 人在多大尺度上展开自身的社会关系以及受到了多大尺度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影

响是我们思考空间问题的基础。 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 人类社会集体组织的形式、

建立的用以管理这种社会关系的种种结构则为我们对秩序的抽象讨论提供了抓手。

国际、 全球与世界是本文将会触及的秩序尺度。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 英国学派

的学者提供了一种三者关系的定义： 国际秩序强调秩序的主体是相互独立的主权国

家， 它们组成了多元和有限的社会， 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架构联系在

一起。 在这一定义中， 世界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物质存在， 由主权国家组成。① 而全

球反映了在国家之上和之外的另一种主体性视角。 这种视角强调不能仅仅从国家的

角度来考察社会秩序， 而需要将跨国和跨政府的复杂网络纳入秩序思考的整体框

架。② 这种定义的局限在于， 它虽然指出了国际秩序中由于主权国家实力差异而产

生的霸权结构，③ 但并未给出任何能够改变这种实质不平等的路径， 而仅仅从抽象

的层面上将全球秩序作为替代性方案， 试图构建一个超越国家、 由个体和公私机构

管理共同事务的全球治理乌托邦。④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提供一个替代性构想。 在本文中，

全球被视作一种物质的空间性概念。 它意味着人类社会活动所能触及的基本尺度。

世界则在马克思主义 “世界市场 （Ｗｅｌｔｍａｒｋｔ）” 这一意义上被使用。 它强调， 作

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能触及的共同体规模越来越大， 并最

终扩展到地理意义上的全球。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则将人在更大尺度上

连接和组织了起来。 这种超大规模空间中组成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语境中的 “世

界市场”。

世界市场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等社会性活动在全球尺度上被组成了一个整

体。 在此基础上， 我们引入 “国际” 这一概念， 突出强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主体

性位置。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现代国际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虽然在国际社会中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 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却始终在一种结构性权力的影响之

下运转。⑤ 国家迄今仍是构成这种结构性权力的重要主体。 “国际” 虽然在概念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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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国家的主体位置， 但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中仅包含国家一种主体。 拥有结构性

权力的不仅仅是极少数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 通过依附理论的分析， 少数跨国公司

作为 “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 也拥有同样的权力地位。①

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以 “秩序观” 为研究对象， 以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中

期和 ２０ 世纪晚期三个关键历史时段为背景， 分别厘清实证主义、 英国学派和全球国

际关系方法背后的认识论基础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时空语境。 本文并非对上述三

种理论传统的学术史梳理， 而是希望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上述理论路径基本

观念背后的认识论局限。 下文将宏观地区分人类秩序观认识的两种认识论传统， 并

具体呈现在系统性消除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后不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秩

序的认识及其理论局限， 最后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在中国自我认知与国

际秩序构想中的呈现与发展。

二、 秩序： 一种人的时空辩证法

（一） 秩序的霍布斯式理解

对于秩序这类宏大理论命题的理论兴趣本质上反映了一种探索人对自身、 自然

界以及他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元问题。 １７９０ 年伊曼纽尔·康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 在其

著作 《判断力批判》 中用 “世界观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来描述这种对秩序问题的总

体性认知。② 至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世界观” 已成为西方各种语言中广为应用的概

念。③ 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秩序的认知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 前

者体现了秩序的自然哲学内涵， 强调对其内在客观规律、 行为主体和结构等的认知

与发现； 后者则反映了秩序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命题， 反映了世界观与

人的能动性的结合， 并强调了对秩序的认知在 “改造世界” 时能够发挥的重要

作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起点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带来的物质性全球化

的基础上， 并将其不平等的结构视为某种具有自然法性质的前提。 既有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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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随着 １６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进程的展开， 世界不同地区原有的各种国际体系

逐渐消亡并被欧洲的国际秩序所替代。① 虽然后来的研究者采用主体间性与交往

理性等概念工具引入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博弈， 尽可能地将制度扩散过程描

述得更加复杂， 并尝试建构非西方世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② 但是， 这

些理论尝试都没有否定当代国际秩序形成于西方并在向世界扩散过程中不断演化的

基本认识。
将世界秩序的形成视为欧洲秩序观的全球扩散还体现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的许多公理性假说上。 我们不妨将这种秩序观称作霍布斯式秩序， 它假定最高主权

者的出现创造了秩序， 这种秩序的延续性建立在层级分明的结构基础上， 决定这种

等级结构的根本理由是自然法原则。 例如， 人们会将大国作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主体，
讨论大国对国际社会秩序的塑造作用或权力在大国之间的转移。 在此基础上， 世界

尺度上的无政府状态便被等同于共同权力缺位后每个人针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在

这种认识下， 和平是无政府状态的反题， 即和平是 “秩序” 的状态， 其反面则是恐

怖的 “无序”。 当无政府状态被等同于无序时， 秩序的建立便自然被等同于政府或

主权者的建立。 在西方政治哲学叙事中， 对这一秩序观最经典的表述便是托马斯·
霍布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 的 “利维坦” 比喻。 国际层面上共同权力的缺位造就了

独立的最高主权者之间互相猜忌， “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 形成了没有法律、
是非以及公正观念的恐怖情形，③ 而人们希望避免这种恐怖状态的本能为国际层面

上最高主权者的诞生奠定了最根本的自然法基础。 无论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有关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必须有一个最高霸权者的认识， 还

是约翰·伊肯伯里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对美国作为 “自由利维坦” 的赞誉， 实际上

都是这种利维坦秩序观的当代逻辑衍生。④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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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７， ｐｐ. ６３８－６６１.

霍布斯著， 黎思复、 黎廷弼译： 《利维坦》，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９４—９６ 页。
查尔斯·Ｐ. 金德尔伯格著， 高祖贵译： 《世界经济霸权： １５００—１９９０》，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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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霍布斯式秩序假定的层级结构显然不能被视为人类共同体组织的唯一模

式。 尤其是在对国际秩序的讨论中， 非但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本身会在长时段的

运动中发生变化甚至消亡， 而且构成国际格局的诸多结构、 位置和实力等因素也处

于持续运动中。 秩序更像是在复杂系统中不同主体在不断运动中投射出的宏观状态。

而与自然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 人类社会的运动既内在于自然世界， 又受人的能动

性影响。 因此， 人类社会的运动无法被真正等同于任何一种自然界中封闭的平衡系

统。 人类社会在不断谋求稳定的熵减过程与谋求变革的熵增过程中实现着历史性运

动。 只要结构性不平等仍然存在， 这种运动就一定会受不同主体在结构中 “位置

性” 差异的影响。 体现在历史中， 就是处于体系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的主体会更趋向

于离开自身位置， 处于中心的主体则更趋向于维持既有结构。

（二） 秩序作为人的运动进程的客观投射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将秩序的构成视为一个多方合力的运动进程。

这种合力既包含了引领性力量的推动力， 也包含了其他由对抗或疑虑而产生的阻力

与摩擦力以及由互助、 共生、 协作等产生的复杂力量交织。 世界市场是这种合力作

用得以产生的基本物质前提。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国家观扩展到对国际社会中秩序

诞生问题的理解上， 那么国际秩序便不是一种超脱于国际社会的强制力量， 而是在

行为者的有机互动中自然形成并分化出来的公共社会权力。① 同时， 这种运动的理

想方向即使系统真正趋于稳定的状态必须是一种不存在结构性不平等与位置性差异

的自由状态， 即马克思所构想的以 “社会解放” 为目标的 “社会共和国” 秩序在世

界市场层面上的延伸。②

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和国式理想秩序的普遍性基础无疑也来自自然法。 然而， 与

霍布斯式秩序观相比， 马克思主义的秩序观将人的能动性作为自然法的有机组成部

分， 而非受自然主宰的对象。 因此在认识论上， 马克思主义对秩序问题的讨论便是

一种探索世界自然与社会存在的系统性、 整体性逻辑的宏大理论。 在方法论上， 这

种讨论需要以 “人本身” ———即马克思所说的与社会和自然界发生密切关系的 “现

实的人” ———为起点。③ 这种 “现实的人” 在空间与时间中的活动将 “整个自然的、

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 连接为一个 “不断的运动、 变化、 转变和发展” 的过程， 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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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观念及其在马克思国家理论中体现更翔实的讨论， 参见汪仕凯： 《从现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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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可以被视为有机的辩证过程。① 在这里， 自然的辩证强调了作为集体的人类

活动受地理与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 而集体的人又通过其活动不断形塑着自然条件。

历史的辩证则展现了在这种自然辩证中人们建设不同规模与不同作用的共同体的进

程。 这个进程既包含了共时性活动， 也包含了历时性活动。 在这个进程中， 不同共

同体内部、 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与自然之间也在不断相互作用。 与此同

时， 精神世界的维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引入了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整体分析， 并与上

述自然与历史的复杂辩证产生了合力， 表现在人类历史中， 就是一个又一个具有普

遍影响力的关键历史结果。② 本文关注的国际秩序便属于这些历史结果。

如果抽离了 “人” 的主体性位置， 那么我们对于秩序的讨论就会出现逻辑断

裂。 仅遵循描述性的方式， 对秩序的讨论就会被还原成一种决定论。 它会将人作为

一种纯粹的自然物， 其行为受制于生物学或数学规律。 这种决定论在 １９ 世纪末的欧

洲作为一种帝国知识获得了极大发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决定论、 地缘政治

学说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知识的共同特点都是以科学为名， 将

本种族 ／本国的扩张或霸权位置以及被殖民地的不发达解释为一种客观必然的自然发

展结果，③ 而在决定论影响下的世界秩序便成为 “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④ 无论

是自然还是在自然中存在的人都成为自我的客体， 受制于从宇宙形成之初便已确定

的自然法则。 但如果将规范性作为世界观的全部， 则无疑取消了思想形成背后的客

观原因， 将人与世界的复杂联系消解为一种唯心主义式的 “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

动”。⑤ 人类建立起来的世界认识、 秩序观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

都随之变成可以被任意解构或发挥的主观幻想， 由此形成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决

定论。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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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作为整体性哲学讨论秩序的起点

今天的世界秩序本身以及我们思考世界秩序的方法毫无疑问与 １９ 世纪欧洲的思

想史发展有着深刻联系。 在物质层面上， 当今世界在客观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 “世界性” 的产生是飞机、 轮船、 铁路、 化石燃料、 电力以及通信等诸多现代

技术发展的结果， 而这些技术无一例外地都产生于欧洲启蒙之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的历史浪潮中。 这种物质层面的联系与资本主义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

个世界” 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 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又反过来促成了 “精神的生产”
的世界性。① 采用 “科学化” 范式来分析并规制人类社会 ／政治行动的信念、 探索整

体性与系统性哲学的理想则无疑是这种世界性历史进程的反映。 这种深受 １９ 世纪欧

洲科学发展影响的哲学尝试寻找统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理论规律， 其背后的

认识论体现了 １９ 世纪以来欧洲尤其是英国、 德国与法国的功利主义哲学、 自然哲学

与道德哲学的综合影响。②

毫无疑问， 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整体性哲学。 然而， 在 ２０ 世纪中后期欧美思想

史的发展进程中， 马克思主义及其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却被

有意识地剥离。 其结果之一便是西方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发展开始重新朝向唯心 ／唯
物二分的方向变化。 在这个思想浪潮中， 宏大理论向唯心方向的变化体现为对普遍

性的彻底否定。 人类的历史被分解为无数个原子化、 相对主义式、 非历史性与无意

义的细碎行动。 这一趋势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典型的表达形式是批判国际关系理论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Ｒ） 路径。 宏大理论向机械唯物论方

向的变化则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等方法的推崇。 这种思潮充斥着 １９ 世

纪决定论的色彩。 在其影响下， 人们对宏大理论本身的探索被对科学解释能力的坚

信所替代。 体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尤为突出地表现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对科学

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偏信。

三、 物质与精神的二分： “美国社会科学” 的

　 　 孔德主义认识论前提

（一） １９ 世纪欧洲全球扩张中产生的机械唯物论秩序观

在当下的社会科学讨论中， 实证主义几乎被视为孔德式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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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当国际关系研究被批评为一种 “美国社会科学” 时， 人们在认识论层面上强调

的实际上就是科学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地位。① 国际关系学者更倾向于将

这种认识论霸权视为美国全球政治霸权的文化产物。 然而， 这种观点将思想的变迁

碎片化， 切断了 “美国社会科学” 与欧洲启蒙主义以来尤其是 １９ 世纪欧洲帝国主

义全球扩张进程影响下的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 同时， 这种批判也忽略了一个重要

的历史事实， 即马克思主义作为 １９ 世纪世界市场加速发展时代的另一种认识论， 实

际上通过辩证逻辑提供了更彻底的实证理论框架。

随着欧洲在全球扩张的现实需求的驱动， １９ 世纪欧洲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发

展开始产生一种宏大的整体论热情。 这在思想上表现为希望找到一种统一的理论整

合自然与道德秩序， 并以此作为普遍理论基础将世界在更大尺度上组织起来。 赫伯

特·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将其表述为： “既然依靠由计算得出的最终结果建立

起来的一套管理方法已经控制了个人， 那么只消把这套方法应用于社会就行了。”②

这种由奥古斯特·孔德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 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认识论自认

为调和了作为自然生物的人与作为社会的人之间的矛盾， 用社会科学弥补了自然哲

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鸿沟。 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沃尔特·白芝浩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ａｇｅｈｏｔ）

的 《物理学与政治》 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ｒａｈａｍ Ｓｕｍｎｅｒ） 等的

《社会的科学》 等在欧美国家极具学术与政治影响力的作品， 也都无一例外地遵循

了这套认识论。③

实际上， 当怀特·米尔斯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 最早创造 “宏大理论” 这个概念

时， 就是用来指称塔尔科特·帕森斯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的结构功能主义这种极具科

学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理论。 米尔斯批评道， 宏大理论与 “抽象经验论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两种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研究范式忽略了历史的丰富性以及历史变迁

脉络在社会分析中的作用。④ 米尔斯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美国

社会学界得到了一定发展， 并产生了历史社会学这一同量化社会学分庭抗礼的范式。

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从来都应当是以历史及其取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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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６５—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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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学科， 其诞生与资本主义商业化与工业化时代的物质发展以及政治文化变迁

密不可分。①

（二） 新康德主义对时间维度的调和

如何将历史这一时间维度纳入社会科学的分析？ 历史社会学的常用方法仍旧回

归了 １９ 世纪的科学主义传统， 以约翰·穆勒 （Ｊｏｈｎ Ｓ. Ｍｉｌｌ） 提供的比较逻辑作为根

基， 将不同历史事件作为样本， 观察它们产生的类似历史结果并尝试给出导致其结

果的诸多原因， 同时面对结果不同的历史样本来探索导致其差异的根本因素。 当然，

无论是求同法还是求异法， 两种方法论的核心都体现了科学主义对因果关联律的忠

实热情以及对原子论世界观假定根深蒂固的认同。

对时间维度的另一种吸收来自 １９ 世纪末威尔海姆·文德尔班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ｉｎｄｅｌ⁃

ｂａｎｄ） 与威尔海姆·狄尔泰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 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者所推崇的

“历史主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在这里， 历史经验被作为关注个别对象、 特殊性、 精神

性和文化性的抓手， 与强调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世界观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形成了 “不可通约的” 二分。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然科学 （Ｎａｔｕ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与人文社会科学即字面意思上的 “精神科学 （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之

间永恒的张力。② 这种 “历史主义” 路径的发展也为现象学与解释学等 ２０ 世纪哲学

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并直接为当今西方自由主义右翼的再度崛起提供

了精神养料———他们通过新康德主义找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特殊性。③ 而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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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认识论基础上， 西方自由主义左翼理论则为 “非西方” 精神找到了一席之地，①

这也为一些批判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提供了空间。 但在思想根源

上， 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左右翼之间的论争还是他们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都延续着

孔德式科学主义的认识论传统。
（三） 方法论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认识论， 孔德称其社会学为 “实证的科学哲学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并从 １９ 世纪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取思想资源， 将人类活动称为

“社会有机体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的运动。② 孔德将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分为两大类：
一类研究 “秩序”， 称为社会静力学研究； 另一类关注 “社会发展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称为社会动力学研究。③ 孔德的宏大理论是对大革命与工业革命之后法国

社会大变局的回应。④ 他希望通过实证性研究， 发现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条件， 并

以此结束那种社会动荡与 “思想无政府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ａｒｃｈｙ）” 状态。 虽然孔德承

认 “良知的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在打破旧制度的统治时具有重要作用， 但

在社会重组谋求稳定共识时则必须被放弃。 孔德构想的社会秩序以稳定为理想状

态， 并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作为这种稳定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 孔德援引了天

主教的 “思想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概念， 强调社会所有成员在精神上

构成一个思想共同体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 对实证主义的笃信则是这一思想共

同体的核心。⑤

由孔德开创的实证社会科学思想直接 影 响 了 埃 米 尔 · 涂 尔 干 （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并于 ２０ 世纪初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得到了长足发展。⑥ 此外，
帕森斯对 “社会系统” 的经典论述还充分得益于他同芝加哥大学诸多生物学家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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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自由主义左翼、 后殖民学者和批判理论学者从文化相对主义角度出发对非西方精神和历史经

验的本质化理解， 参见戴维·布莱尼、 纳伊姆·伊纳亚图拉： 《自下的国际关系》， 载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

特、 邓肯·斯尼达尔编， 方芳等译：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７２５—７３８ 页。 关于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将历史经验还原为相互不关联的事件并进而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霸权结构的

讨论， 参见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 李滨等译：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 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２３４—２５５ 页。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Ｖｏｌ. ２，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 Ｇｒｅｅｎｓ， ａｎｄ Ｃｏ. ， １８７５， ｐｐ. ２３９－２４２.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Ｖｏｌ. ２， ｐ. 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 ９０.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Ｖｏｌ. ２， ｐｐ. １５３－１５５.
Ｖｉｃｔｏｒ Ｌｉｄｚ ａｎｄ Ｈｅｌｍｕｔ Ｓｔａｕｂｍａｎｎ，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１， ２０２１， ｐｐ. 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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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对控制过程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和系统论的讨论。① 帕森斯明确采用了孔德

与涂尔干的基本认识， 将自然界生物活动与人类社会活动相类比。 他强调社会系统

是一个开放系统， 在与环境系统 “交互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 他

将此种现象称为 “互嵌 （ｉｎｔｅｒ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在这种互嵌状态下， 当某些现象开始持

续稳定且有规律地出现时， 帕森斯便将其视为一种结构， 产生这种结构的社会与环

境的交互则成为一种可供分析的系统。② 对于系统的研究因此就变成对这些现象之

间相关性的分析以及对一系列现象的统计学研究。 这种包含了研究方法论的整体性

哲学迅速在美国发扬光大， 并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 其中就包括与现实紧密

相连的国际政治研究。③ 接下来， 受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实证研究影响的国际政治

研究通过美国学者的普遍化理论抽象与方法论总结， 加上美国学界在学术期刊、 评

审机制和教育能力等方面的强势地位， 使一种以 “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 为基底的

国际政治科学很快开始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④ 这种实证主义也经由美国的

现实政治诉求被不断加强。⑤ 现实的需求使得以社会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 （ｐｒａｇｍａ⁃

ｔｉｓｍ） 为认识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及现代化理论急速走上了实证研究的道路， 这

场被研究者称为 “行为主义革命” 的思想史现象深刻影响了当今的国际关系与政治

学研究。⑥

孔德式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依赖以原子论为基础的世界观， 遵循方法论个人主

义原则， 对分析单位进行了本质主义 （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化的定义， 并在此基础上延

伸出对个体以及个体间关系的研究。 形式逻辑是这种认识论依赖的基本分析工

具。 在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影响下， 国际关系的研究被简化成对个人、 国家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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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ｒｂｅｒ，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１，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０１－１０５.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ｐ. ３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Ｓａｉｄｅｍａ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８， ｐｐ. ６８５－７０３.

鲁鹏、 尼古拉斯·奥努夫：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之路》，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０１—１２２ 页； 秦亚青： 《国际关系研究中人文与科学的契合》，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０—
８２ 页。

有研究者注意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越南战争和 ２１ 世纪初 “９·１１” 事件后的 “反恐战争” 是推动美

国国际关系实证研究的两次关键事件。 参见 Ｉｄｏ Ｏｒ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Ｒ Ｔｈｅｏ⁃
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ｐ. ５７５－５７６。

倪世雄、 蔡翠红： 《西方国际体系论探索———从科学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０６ 年

第 ４ 期， 第 １７—２４ 页； 李泉： 《 “行为主义国际关系” 中的 “沃克学派” 及其未来改进方向》， 载 《世界政治

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辑， 第 ２１—４７ 页。



国家行为体理性选择 ／ 非理性行为背后潜在的贝叶斯规律的研究。① 在此基础上，

人类的政治活动便可以被转化成一种行为体之间或行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将

每一次互动都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来看待， 那么人类对世界这一复杂系统的认识

则变成了对无数事件堆叠（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背后出现的某种规律或现象的认知。② 这种

具有浓厚机械决定论色彩的认识论仍旧延续了一种孔德式的理论追求， 即希望用

科学理性取代虚无缥缈的形而上学、 以自然科学为标准重新理解人类精神与道德

活动。

直至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之前， 国际关系学者还对这种方法论抱有极大

希望， 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完善模型以求能够消除信息不完整而带来的不确定

性， 或是尝试创造一种更精巧的计算模型以求能够彻底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影

响。 推动这种实证研究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大学， 更重要的力量是兰德公司等

战略咨询公司。 由美国军方在战争需要下推动成立的兰德公司将不同学科的理

论发展与美国国家战略的实际需求密切结合起来， 这种受美国全球战略需求推

动的研究路径明确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自上而下的决策需求为目的。③ 随着计

算机科学的发展， 定量分析更是提出了以模拟为基础的 “稳健决策法 （ｒｏｂｕｓｔ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④ 稳健决策法以决策分析为目标的研究利用大模型与算力堆积，

通过对复杂场景的模拟积累数据， 并以此为统计基础对未来进行预测。 对系统

稳健性 （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的分析受统计学与博弈论发展的影响， 将全球治理与国家

治理面对的深层不确定性视为多种复杂变量机械互动产生的结果。⑤ 这一点与传

统基于贝叶斯优化的决策分析并无差别，⑥ 不同之处在于稳健决策法希望决策者避

免仅仅依靠理论假定与逻辑推理进行预测， 用计算机模拟来穷举可能发生的场

·６１·

　 面向解放的辩证法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ｎｄｒｅｗ Ｈ. Ｋｙｄ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ｕｓ－Ｓｍｉｔ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ｅｄｓ. ，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４２５－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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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ｔＬｏｇｏ，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３.

Ａｌｅｘ Ａｂｅｌｌａ，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２００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Ｌｅｍｐｅｒｔ， ｅｔ ａｌ. ， “Ｍａｋ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Ｒｏｂｕｓ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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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４， １９７２， ｐｐ. ４１３ － ４３１； Ｂｅｒｔ Ｍｅｔｚ， ｅｔ ａｌ. ， ｅｄ.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１：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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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依靠算力打开贝叶斯优化中的不确定性黑箱， 选出一个最优解。① 这更符合

实证主义的根本认识。 传统决策分析与稳健决策法处理问题的共同特点是体系规

模与时间尺度上的有限性。 例如， 在处理工业生产流程优化、 短期特定市场趋

势、 公共危机事件处理、 特定政策效力分析和专门系统 （如天气、 消费者意图、

群体行为） 中的复杂运动与组织行为等中观与微观问题时， 这类决策分析的效果

极为显著。②

尽管这种思潮沿袭了 １９ 世纪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却彻底淡化了驱动

１９ 世纪科学主义产生的基本问题意识， 即寻找融合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甚至历史哲

学的整体性理论。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确定性权威， 它在某种程度上几乎

像是将孔德构想的理想社会状态付诸实践的结果。 这种理想状态建立在等级森严的

社会政治结构上， 将科学家视为全知全能的宗教祭司， 确保这种不平等但 “和谐”

的社会秩序能够持续保持稳定。 然而， 将这种理想秩序拓展到全球之后， 不平等的

预设以及对 “现实的人” 主体性的忽略会成为这种理想结构的内在弊病。 具体来

看， 这种认识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变革何以成为可能。 正如孔德无法真正解释法国

大革命与工业革命何以产生一样， 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

学也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现代化为何能够实现、 西方经济危机为何会与右翼反全球化

力量崛起几乎同时发生等问题。 中国的发展以及西方右翼崛起等现象由此在方法上

始终被处理成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异常。

四、 秩序的目的论理解： 英国学派与作为

　 　 秩序前提的立法者目的

（一） 理论与经验的割裂

在接受物质与精神的二分后， 由科学主义确立的理论便获得了超过实践这类经

验性原则的知识地位， 在面对经验世界出现的种种超出既有理论解释能力的现实时

更倾向于限制甚至否定经验。 秩序被看作理论抽象的产物， 具有穿透时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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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Ｌｅｍｐｅｒｔ， ｅｔ ａｌ. ，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４， ２００６， ｐｐ. ５１４－５２８； Ｄａｖｉｄ Ｇ. Ｇｒｏ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Ｌｅｍｐｅｒｔ，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７３－８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Ｌｅｍｐｅｒ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Ｇ. Ｇｒｏｖ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Ｖｏｌ. ７７， Ｎｏ. ６， ２０１０， ｐｐ. ９６０－９７４.



因此， 当下在西方世界经常出现的一种偏见是：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其 “破坏”
或 “挑战” 了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是由于其采取了种种 “不道德的手

段” 获取了 “不正当的利益”， 因而在中国实现发展目标后， 必然且只能重复西方

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老路， 以这种形式参与国际秩序的制定。 这种根深蒂固的机械

决定论将秩序等同于某种自然法或某种制度与机构的同义词， 客观上限制了理论本

身的发展。 ２１ 世纪初， 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沉浸在胜利主义的热情中时， 西方学

者在不断尝试对 “秩序” 进行规范性界定无果之后， 便采用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态

度， 即承认虽然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并对国际关系研究极为重要， 但在内涵上模棱

两可且在使用中因人而异。① 而随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霸权走向低谷后， 西方学者对秩序的认识开始重新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美国思想

界那样， 开始变得越发具有进攻性。② 有西方学者更是明确将 “自由国际秩序” 等

同于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联合国与北约这些由国际法与多边条约规制

的国际机构”。③

这种作为绝对状态和永恒自然法的秩序观不但抽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

并不关心秩序生成的政治经济基础， 更不关心人的能动性在推动秩序发展演变

中的重要作用。④ 这种秩序观具有决定论色彩， 将等级视为一种自然且无法更改的

状态。⑤ 它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讨论的受科学主义影响至深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

中， 也普遍存在于强调历史经验的英国学派甚至许多推崇全球国际关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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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ｕｔｈｉａｈ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ｕｔｈｉａｈ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
ｅｄ. ，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３－３４.

关于美国思想界尤其是自由保守主义者在越南战争时期面临国内国际社会与经济秩序大动荡时展开的

对秩序问题的讨论， 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Ｋｉｒｋ，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４。 两者都将 “秩序” 视为共同体

的第一需求， 为人的存在提供了目的与意义。 差别在于亨廷顿将政府视为秩序的重要供给者， 而柯克将人的精

神视为秩序的根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ｏ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Ｎｅｘｏｎ， “Ｔｒｕｍｐ'ｓ Ａｎｔｉ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 Ｕｎｄｅｒｃｕ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０４， Ｎｏ. １， ２０２５， ｐｐ. １６－４７；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 Ｗｏｒｌｄ Ｓａｆ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ｉｂ⁃
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ｐ. ３００－３０１.

对于西方国际关系领域内秩序观的梳理与批判， 参见李滨： 《无政府下的世界秩序———一种历史唯物

主义的分析》， 载 《世界政治与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 第 ４—２０ 页。
王存刚： 《时代嬗变与国际秩序更新———基于唯物史观的观察和分析》，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６—４３ 页。 关于等级秩序在欧洲世界秩序观中占据的重要思想位置， 参见殷之光： 《超越霸

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 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３—５５
页； 殷之光： 《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 载 《社会科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 第 ９９—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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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中。①

对 “秩序” 概念有理论兴趣的学者基本将赫德利·布尔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的经典

定义作为分析起点。② 在布尔的讨论中， 秩序既包含了普遍的自然法特性， 也像一

个道德哲学的主题， 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目的论方向。 他将秩序假定为国际政

治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呈现出的特定规律， 与失序相对。③ 布尔强调主权国家或

是个人在自然状态下呈现出的行为规律不能被视为秩序。 秩序不能是人际互动或团

体之间互动中展现出的任意一种规律， 它必须是一种导向特定结果的规律以及推动

特定目的与价值的规律。④ 秩序需要有明确的目的论指向。 布尔引用了奥古斯丁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ｏｆ Ｈｉｐｐｏ） 对 “秩序” 的理解， 即诸多天生具有差异的物体 “依照它们

的本性” 遵循上帝的安排并 “位于它们应当在的那个地方”。⑤ 在这里， 要判断某个

物的位置是否 “应当”， 取决于有能力安排诸多物的主体的意志。 简言之， 秩序是

立法者的目的。

正是这一目的论及其有明确主体性立场的一元论秩序观将奥古斯丁与布尔的思

想联系在了一起。 两者的关键差别在于， 在奥古斯丁那里， 唯一具有主体性位置的

立法者是上帝， 布尔则不得不承认早已世俗化了的人们及其所组成的社会与政治制

度可能都代表着秩序。⑥ 但为了不落入相对主义的境地， 布尔又从自然法思想传统

中寻求帮助， 尝试寻找一种统一、 本质性、 普遍以及穿透时间与空间差异的人类社

会存在的基本条件。 布尔认为， 在实践层面， 人们虽然有充分的自由， 不按照某种

统一的目标去生活。 然而， 受到 “科学法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ａｗ）” 的限定， 人们的社会

行为总会呈现出某种可预测的规律性。 这种规律性取决于人类共有的护生、 诚信与

守财三个基本目的， 它们构成了布尔所认为的 “社会”。⑦

（二） 英国学派秩序观的霸权起源

布尔将原子化的个人作为理论起点。 这种抽象的人与马克思对人作为生活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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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囿于篇幅， 本文不对英国学派做系统的学术史梳理， 而仅关注在英国学派诞生初期几个与秩序讨论密

切相关的关键性概念。
唐世平： 《国际秩序的未来》，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９—４４ 页。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２００２，

ｐ. ｘｘｘｉｉｉ， ｐ. ３. 另外， 柯克也给出了相同的认识。 参见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Ｋｉｒｋ，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ｐ. ２。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３. 同样的认识还

可参见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Ｊａｎｕ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ｖａ：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 ８５。

奥古斯丁著， 王晓朝译： 《上帝之城》，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４９８—４９９ 页。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４.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ｐ. ５－８.



史与自然空间中 “现实的人” 的认识截然不同， 但却与孔德式的世界观内在相通。①

布尔的国际社会观念直接承继查尔斯·曼宁 （Ｃ. Ａ. Ｗ. Ｍａｎｎｉｎｇ） 的观点。 曼宁将

１９ 世纪实证主义的 “社会有机体” 概念系统性地挪用到对政治组织的分析中。 他

将民族视为一种 “社会整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ｈｏｌｅ）”。② 组成社会整体的原子化个体各不相

同， 但被共同的 “观念” 连接在一起， 成为既多样又统一的 “星系 （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

ｔｉｏｎ）”。 这种观念的统一是社会产生共同目的的前提。③ 对曼宁而言， 整合多样性

与统一性是 “社会整体” 概念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他并不满足于将具有差异的

原子化个体简单堆叠起来的方案， 而是希望各个组成部分能够在共同观念的联合

下形成一个实在的有机体。 这种有机体不单是 “先天存在的血缘、 语言或宗教的

共同体”， 更应当在世界上作为其他尚未获得国族性 （ｎａｔｉｏｎｎｅｓｓ） 的民族所仰望的

榜样。④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获得国族性而转变为国家， 国家之间的互动就组成了

国际社会， 进而受国际法体系制约。⑤ 这也说明英国学派对 “国际社会” 的研究延

续了曼宁的框架， 即对社会动力学规律影响下的正式结构 （ ｆｏｒ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的

研究。⑥

作为 １９ 世纪末布尔战争时期出生在南非的白人， 曼宁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来自英

帝国构建的全球秩序出现重大转型的时期。 １９ 世纪中期， 随着英帝国正式吞并印

度， 一种建设一个 “正式帝国”、 将世界统一在英国政府直接治理之下的政治热情

不断高涨。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将世界整合起来， 建成一个以英国本土为中心， 并

从伦敦直接领导的世界体系被认为是英国本土度过经济危机的唯一手段。⑦ 不过，

到了 １９ 世纪末特别是随着布尔战争的爆发， 越来越多的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

“正式帝国” 秩序产生怀疑， 并将之批评为 “帝国主义”。⑧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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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方案， 推崇这一方案的知识分子基本来自南非和加拿大等白人殖民地。 他们

援引亚瑟王传说， 将自己推动的帝国改革方案称为 “圆桌运动”， 希望将英帝国转

变为一个 “国家的共荣联邦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体系。 这个体系以实现了

政治自决的白人前殖民地国家为核心， 既有机地联合在一起对抗德国的扩张主义，

也为那些有色人种国家提供了 “神圣的委任”。①

对曼宁而言， 由白人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英联邦体系就是一种具有正式结构的

国际秩序。 将这种国际秩序扩大， 就能形成国际社会。② 正如英联邦的实现一样，

曼宁坚信 “共同意愿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ｗｉｌｌｉｎｇ）” 能够推动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③ 亚非去

殖民独立运动与社会主义是曼宁在 ２０ 世纪中期构想的国际社会中不可忽略的力

量， 它们不仅为建设国际秩序的探索提供了实践案例， 也贡献了重要的理论发展

可能。 然而在曼宁的秩序构想中， 这两者都遭到了明确否定。 曼宁将亚非去殖民

独立运动视为一种 “种族团结 （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在他看来， 作为一种意愿， 虽

然 “全世界的黑人就像全世界的工人一样， 有资格向往共同体的联合”， 但是这种

联合的实现 “距离现实还太遥远”。④ 因此， 这类人群无法真正获得进入国际社会

的资格。 而针对当时已经在国家层面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 曼宁则从合法

性上强调， “领导权” 需要在时机成熟之时， 即在人们自发形成了真正的公意之

后， 再 “自上而下地被赐予”。⑤ 在此基础上， 曼宁彻底否定了在既有霸权格局下

被压迫国家人民的能动性作用以及被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谋求自主发展斗争的

历史意义。

作为英帝国联邦 “圆桌运动” 改革以及国际联盟体系的坚定支持者与实践

者， 曼宁构想的国际社会方案将英帝国全球扩张中逐步形成的国际秩序及其理论

原则视为准绳， 并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亚非反殖民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将殖民地独立视为时机成熟时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先前相互达成信约的结果。 曼

宁也承认， 虽然诸如国际联盟这样的共同安全体系是 “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产

物”， 但其现阶段的实践却不尽如人意。 不过即便如此， 它仍然是最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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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方案。①

“国际社会” 概念提出时的实践基础是英帝国在 １９ 世纪末、 欧洲在 ２０ 世纪上

半叶所经历的国际秩序动荡。② 这种动荡直接表现为帝国与帝国之间、 帝国与殖民

地之间围绕争夺殖民地垄断经济利益与控制权爆发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 作为对这

种动荡状态的回应， 曼宁等理论家并非简单护持特定国家的霸权， 而更像是在帝国

全球扩张的进程中殖民地白人精英知识分子对帝国全球扩张中创造的结构性权力本

身的护持， 具体表现为对全球秩序知识体系解释权的重述以及对既有全球体系领导

权的争夺。 国际社会的正式结构及其社会动力学规律既是这种研究路径关注的对象，

也是其研究的目的。

建立在殖民帝国既有的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结构性权力之上的国际社会理论在

认识论与实践方式上都没有对既有秩序构成挑战。 它将国际社会视为原子化主体

间的活动， 并用一系列本质化的标准规定了构成原子化主体的条件， 承认国际秩

序的等级结构对建立 “和平的世界共荣联邦” 的关键作用， 强调强国间通过集体

安全遏制违背和平原则的行为。 该理论在面对来自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独立诉求

时， 推崇和平解决争端与推动 “和平变革”， 在面对来自欧洲国家的竞争挑战时则

刻画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以及打破 “国家孤立” 状态、 推动国际商贸互动的

重要性。③

五、 文化相对主义陷阱： 全球国际关系方法

　 　 与反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困境

（一） 多样性实践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遍性的挑战

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发展进程中遭遇的最严峻挑战出现在 ２１ 世纪。 在这一

时期， 越来越多的实践开始挑战理论的普遍性。 霸权护持者如何回应这些挑战以

及霸权挑战者如何阐释自身是该时期推动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意识。 我们可以将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 这场危机打击了冷战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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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胜利主义情绪， 也从根本上冲击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
在这种冲击下， 欧洲的社会思想力量日益关注全球化本身对欧洲带来的挑战。 经

济发展乏力一步步蚕食了欧洲知识分子与社会层面上对全球事务中不平等问题的

关切， 取而代之的是对自身未来越来越强烈的不确定感与担忧。 这种担忧随着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中的难民危机变得愈加强烈， 并在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达到了顶峰。 随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

来的红利逐渐消退， 社会不平等状态不断加剧。 然而， 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大大消

解了欧洲社会对全球事务中不平等问题的关切。 那种能够触发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海湾

战争时期欧洲大规模反战社会运动的条件一去不返， 对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等新

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议题的抗议开始盛行。 而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 世界的不

确定状态变得越来越难以分析。 这使既有理论工具更加无助于决策者选择政策

“最优解”， 在过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发展起来的理论与积累的经验同现实世

界的距离越来越远。
随着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时代所产生的那种国际平衡与民众中的乐

观情绪的淡去， 欧洲反全球化运动、 美国 “占领华尔街” 等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既得利益者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兴起。 同时， 民粹主义开始在欧美世界获得政治动

力， 并为英国退欧、 特朗普当选等 “黑天鹅” 事件埋下了社会基础。 此外， 在金

融危机冲击下的许多 “全球南方” 国家也面临社会经济动荡， 由此形成的难民潮

更进一步加深了发达国家的财政负担与社会不满情绪， 反过来又为右翼民粹的社

会运动以及理论上的政治保守主义发展提供了社会和情绪土壤。 这种以基督教自

由保守主义为底色的理论潮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政治影

响， 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漠视自然、 只关注当下、 没有过去与未来以及消除空间 ／ 国
界限制的 “反文化”。①

在这种时代浪潮中， 欧洲再一次向 １９ 世纪的自由保守主义寻找思想资源。 具

体到国际关系领域， 不少学者开始意识到， 在科学主义这种 “美国社会科学” 认

识论内部无法找到国际关系学科向前发展的可能性， 更无法带领欧洲走出由于新

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衰落而产生的不确定困境。 与 １９ 世纪历史大变革时代一样， 当

前这场大变革的思想影响也表现为对宏大理论与秩序问题的再度关心。② 来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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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术中心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开始更深入地追问，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出的宏大

理论终结论是否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 将国际关系学

界对宏大理论的淡漠称为一种 “理论静谧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ａｃｅ）” 状态， 并在 ２０１３ 年

将 “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 的命题以特刊的形式抛给了国际关系学界， 尽可能地

展现理论多样性。①

特刊的编者援引罗伯特·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 对 “理论” 这一概念的认

识， 对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经验主义式的判断。 作为一个抽象经验论者，

默顿将 “理论” 视为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和一种受使用者影响的经验性共识。② 它

既可以表示某种微不足道的假定或某种繁复但模糊的推测， 也可以表示某种广为

人知的公理体系。 与帕森斯的宏大叙事不同， 默顿的经验主义将世界切碎， 并还

原成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这种具有相对主义特点的认识论虽然通过 “结

构” 这个概念为分析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组织提供了位置， 又用 “行动” 为分析

主体性在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抓手， 但这种分析框架仍未超越方法论的个人

主义， 将社会结构与个人这种行动者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原子化分析单位。 在原

子论世界观影响下， 经验主义虽然对美国国际关系科学主义的霸权提出了有意义

的批判， 并将 “宏大理论” 视为一种 “哲学贫困” 以及淡漠欧洲思想史丰富传

统的结果，③ 然而这种批判并未在认识论层面上提供任何有超越性的创见， 唯一

的方案是通过重新引入历史学提供的时间维度以及经验主义的案例———并且仍

旧还是以西方历史经验为中心的案例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将理论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以及潜在地通过突出经验多样性来实现理论发展的可能

性问题提了出来。 这也与欧洲在现象学影响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产生

了共鸣。

与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美国社会学研究不同，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 特刊作者的

理论探索将世界缩减成了一种纯粹意识的存在。 这并非本文对他们进行批评的本意，

但由于多样性被理解成不同主体活动的经验性结果， 而原子化的个人又是经验主义

分析的最小主体， 那么国家与国际组织等一系列原本被天然接纳为国际行为主体的

对象便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一个自我消解的尴尬境地。 “国际行为的主体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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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挑战了国际关系传统的研究对象， 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问哪些因素会对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当研究对象变得难以被确定之后， 用什么方法进行

研究便更加无关紧要了。 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讨论客观上展现出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体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局限， 也正是在这个体系的边缘， 当旧的理论显

得局促不安时， 一种新的理论可能性才得以产生。
（二） 相对主义对普遍性的否定及其内在矛盾

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展现的多样性还面临着另一种尴尬处境， 即这种对理论多

样性的探索将作为意识存在的世界与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的世界割裂开来。 在这条

思想脉络中出现的全球国际关系学路径将理论的多样性推向了全球层面。 全球国

际关系路径从后殖民理论中汲取了灵感， 对启蒙特别是启蒙背后的科学主义态度

采取了怀疑的态度。 一些学者认为， 启蒙压制了世界的多样性， 并为欧洲帝国主

义提供了合法性。① 在这种思潮中， 任何普遍性都可能会被作为霸权而遭到批判与

否定。 同时， 他们也重复了 １９ 世纪将物质 （科学主义） 与灵魂 ／意识 （历史主义）
的二元对立， 通过回归历史主义的方法否定物质性， 将世界的多元性建立在精神性

之上。② 他们还将此类观点同批判主义理论结合， 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出发构想了一

种原子化、 不同主体、 互不关联与精神性的抽象平等， 认为新的普遍性应当是一种

“在变化的世界中理解与尊重普遍性”。③ 他们经常援引 “世界图景 （ ｗｏｒｌｄ⁃ｐｉｃ⁃
ｔｕｒｅｓ）” 这个现象学中经常被提及的意向来形容理论的多样性。 这批学者将世界视

作一种 “认知经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一种意识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应。 通

过将 “世界” 转化为主观化经验， 全球国际关系路径与批判理论一起， 为来自伊

斯兰世界、 中国古代以及非洲等非西方世界的经验提供了形式上被理论化的空

间。④ 这些经验就像是陈列在世界这个巨大博物馆中的一幅幅图像。 主导这类多样

的普遍主义世界观的原则就是一种抽象的交往理性。 理想化的理论多样性图景忽

略了一种现实存在的霸权结构， 它并不能解答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中， 无论是在

制度还是思想层面， 仍旧是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普遍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资本主义

全球化关系紧密的国际秩序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同时它也无法回答， 在意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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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的多样性又如何能够在现实层面上真正成为人们在世界上进行实践的主

导性原则。 由于其在认识论上对普遍主义的否定， 它从根基上便将整体性哲学特

别是有政治实践愿望的整体性哲学排除在外。

从经验主义出发展开的理论建构也呼应了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

派影响下的一些学者给出的经典论断， 即 “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

务” 。① 毫无疑问， 这类讨论帮助我们解构了西方宏大理论普遍性背后的霸权，

也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问题放入知识生产的讨论中。 然而， 经验主义虽然为多样

性提供了理论空间， 但并未解决 ２１ 世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衰败后国际秩序

将向何处去这一根本的目的论问题。 目的论探索的缺失加上过去近一百年间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政治实践的系统性排斥， 又反过来进一步造

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在 １９ 世纪认识论框架中打转的状态。 在抽离了马克思主

义提供的唯物辩证法以及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之后， 横亘在自然科学与 “道德 ／ 历

史科学” 之间、 在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之间、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鸿沟变得

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则更像是在自然科学与 “道德 ／ 历史

科学” 二分困境中震荡的结果。 对秩序的认识为我们解释这种震荡提供了思想的

切入点。

（三）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反相对主义基础

伴随着理论探索的迟滞， 国际关系学科还面临着此起彼伏的现实挑战。 作为一

种旨在解释人类跨国活动客观规律的学科， 国际关系既有理论的解释力不断遭到各

式各样 “紧急事件” 和 “例外状态” 的冲击。 甚至在西方国际关系学内部， 一种对

本学科逐渐失能的隐忧也日渐明显。② 造成这种失能状态的原因还在于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对西方之外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历史、 经验与现状发展的系统性忽视。③ 在 ２１

世纪头十年间，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还能够通过引入后殖民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思想资

源来补充理论的疲态， 为非西方历史与思想资源提供了某种理论位置。 在 “非西

方” 这一 “西方” 的他者化概念中， 为 “全球南方” “第三世界” 等范畴找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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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间， 发展出了全球性国际关系学路径。① 然而， 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景象未能真

正解决国际关系总体理论发展的迟滞感。 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 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发展面临的困境在于其日渐动摇的目的论基础。 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

者都意识到， 根据传统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指导并按照其面目塑造世界的实

践越发艰难。 而退到纯理论讨论中的批判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者更是不断面临着

对其改变现实能力的质疑。②

这种质疑不单是学理上的批判， 更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经验断裂

的自然反应。 一方面， 这种断裂表现为不同国家、 不同背景的学者在处理国际

秩序问题时感受到的理论匮乏。 全球性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经验的

复数属性， 这种形式上的多元化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过 “世界市

场” 概念强调的不平等结构。 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 全球尺度上的不平等结

构是现实存在的， 也是所有人与国家谋求现实平等的历史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

共同问题。 思想文化与历史经验上的多元如果不同现实中的不平等结构结合起

来， 那么纯粹对精神多样性的声张便无法转化为实现社会共和国这一政治实践

的追求。 中国对知识自主性的诉求便是对这种匮乏的反应。 另一方面， 不同群

体、 地区和国家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了全球化的结构性压力、 区域性的战争暴力、

文化的霸权以及发展的不平等， 理论在直面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
如何处理这一尴尬的境地， 是与现实经验紧密结合的国际关系学科不得不回应

的重要问题。

当理论诉求与中国以及与中国所处的这个时空发生共振时， 就可以被理解为中

国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有意义， 是中国用来解释自身国内国

际行为的根本理由， 也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的中国已经全球 “在场 （ ｐｒｅｓ⁃
ｅｎｔ）”， 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世界性。 这也意味着中国开始有能力在全球这

一尺度上活动， 并作为能动的一员思考和实践全球秩序问题。 那么中国如何突破

过去数百年间形成并延续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组织模式， 作为 “全球南方”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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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从现有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的 “边缘” 和 “底端” 视角出发， 去构建一个能够

避免垄断、 包容多元的真正平等的秩序？ 此外， 如何认识这一获得了世界性的中

国、 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中国的快速发展， 更是不同共同体如何放置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自身且期待怎样的未来时所面临的历史客观条件。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如何塑

造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系统性知识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实诉求， 也是一个全球性

议题。

六、 共同体的辩证法： 总体性视角下的中国及其自主性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知识自主性的认识论基础

中国世界性在全球化时代的获得是我们讨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物质前提。 理解

这种秩序观与前文讨论的 １９ 世纪认识论有哪些关键的差别、 又有何种内在联系， 是

讨论今天中国知识自主性的认识论基础。 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是， 中国接续了被西

方理论界忽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作为 １９ 世纪欧洲整体主义思想发展的产物之

一， 马克思主义以欧洲科学发展带来的自然哲学成果为基础， 调和了自然哲学与历

史哲学之间的鸿沟。 中国传统中的整体主义与辩证法思维则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

合起来， 形成了当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这种秩序观通过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来理解

国际社会秩序演变的状态与趋势， 通过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将 “共同意愿” 转化为

面向现实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并且以 “实现现代化” 为基础将人在共时性与历时性

两个时间序列上连接了起来。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并不排除实证主义带来的成果， 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实证

主义的边界。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实证主义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应用时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 （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 与伊壁鸠鲁 （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的比较阐

发中得到启发。 通过重新发现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中对运动规律本身的关注， 马克

思将人的能动性带回到对历史哲学的讨论中， 摆脱了机械唯物论在解释一切事物

的发生、 繁荣和衰亡时所面临的决定论困境以及循环往复的历史观。① 马克思在对

德谟克利特的批判中， 展现了将事物本身以及人的意识放回到其存在的语境中的

必要性。 他指出， “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

升为绝对的原则， 那么这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②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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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并未否定原子的意义， 但他将原子视为 “一般的、 经验的自然研究的普遍的

客观的表现”。① 既然运动是所有事物的必然属性， 那么抽离运动来理解一个抽

象、 特殊的原子则并不能完全展现其本质。 这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被表述为 “每一

个物体， 就它处在下落运动中来看， 不外是一个运动着的点， 并且是一个没有独

立性的点， 一个在某种定在中———即在它自己所划出的直线中———丧失了个别性

的点”。②

“点在线中被扬弃” 的表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讨论中面临的宏大尺度

上的秩序及其变迁的问题。 毫无疑问， 将每一个行为体作为组成国际秩序的原

子， 单独去理解行为体本身或原子化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能够一定程

度上通过形式逻辑的法则理解行为体在具体事件上的行动。 但当我们尝试用这

些原子化行为体的堆叠来理解作为整体的秩序变迁时， 便会面临 “点在线中被

扬弃” 的问题。 这时， 辩证逻辑能够提供解释秩序整体性变迁的可能。 与那种

将世界视为微小原子堆砌的自然观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将运动本身视为

构成世界的根本规律。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将人类活动视为行动 （经验性

的） 与知识 （理论性的） 的时间性积累与空间性积累。 受到自然与物质条件的

限制， 人类活动得以在不同尺度上展开。 由不同人类活动而构成的家庭、 宗族、
社群、 行会、 党派、 公司、 机构和国家等规模不同、 功能各异的共同体同样也

能够作为行为体参与到人类活动中。 秩序则是不同行为体在不同尺度的共同体

内表达出的集体行为。 同时， 人类活动无法在自然 ／ 物质世界之外发生， 并且这

种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对自然 ／ 物质世界进行着持续改造， 经由人类活动而改造了

的物质世界又反过来为新一代人类的活动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这种在时间与

空间维度上的连续堆叠又构成了秩序的又一种特质， 即自然世界与人的社会生

活历史性的交织。
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始终对决定论的霸权特性保持着清醒的认

识。 安东尼奥·葛兰西 （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 将这种决定论视为 “资产阶级宣传

家” 的思想。 在对意大利南部发展问题的讨论中， 葛兰西提出南方被描述为制约

意大利社会发展的 “锁链”， 这种描述强调， 南方不能进步是因为 “从生物学上

看， 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 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 南方的落后与 “资本主义制

度或其他历史原因” 无关， 而是 “自然环境” 使得 “南方人懒惰、 低能、 犯罪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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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蛮”。① 这种决定论直到今天仍旧以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名义继续存在， 从

静态而非运动的视角以机械唯物论创造的必然性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值得注意

的是， 中国学界始终对这种认识论的实证主义保持审慎， 并强调国际关系研究应

当是 “以人为核心的研究， 其终极关怀也应该是人”。② 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也

促生了对历史主义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路径的创新实践。 谋求一种 “中国学者发展

构建且经过验证的有关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 就是这种探索

的理论追求。③

（二） “全球南方” 作为一种 “运动” 的范畴及其对霸权 “治序” 的消解

试图抽离运动去理解制度的本质往往显示出一种维护结构性权力地位的企图。

这也使得本应当为人类历史发展与秩序变迁提供趋势性分析的国际关系研究变得像

是一种对治理术的阐释学。 近些年主流西方政策话语体系越发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进而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带入一种 “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 境地之中。 这种

“神秘主义” 的秩序观在理解中国以及 “全球南方” 群体性崛起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至于西方政策界在审视 “全球南方” 的兴起时， 仅仅表浅地注意到了 “全球南

方” 在对华与对西方立场上分歧日益加深的现象， 将之单纯视为 “自由与非自由势

力范围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ｐｈｅｒｅｓ）” 之间的固有冲突，④ 并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

对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的 “挑战”。

与 ２０ 世纪中期英国学派对秩序问题的讨论不同， 当今美国学者在面对秩序

变迁时更明显地表现出了美国霸权中心主义的特点。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

级大国， 其地位的舒适性建立在对国际多种权力的垄断及其所带来的安全感之

上。 但这种安全感与失去垄断的恐慌感同时存在， 美国的霸权主义隐藏在这种

舒适感与恐慌感的二律背反中。 这种二律背反的关系也进一步造成了其政策的

震荡。 当英国学派那些来自帝国 “边缘” 的白人学者探索秩序问题时， 他们对

秩序稳定的追求不再寄托于制度化的英帝国上。 正因如此， 他们才得以在联邦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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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吉林大学 ２０２４ 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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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二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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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基础上去构想一个国际社会。 虽然这个国际社会潜在的准入条件与 １９ 世

纪的 “文明等级论” 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至少国际社会的概念相比帝国的

直接统治来说为包容与平等的国际秩序理想追求提供了潜在的理论发展空间。
然而， 在冷战结束后，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 军事干涉以及推动他国进行政治经

济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手段， 在事实上建立起了一个 “没有殖民地的帝国”。①

这种帝国式的秩序理想同时与美国自身的经济野心密切关联。 美国的对外政策无论

是扩张政策还是保护主义， 都与本土的经济诉求密切相连，② 这就使得美国对世界

领导权的追求表现得更像是欧洲历史经验中的 “直接帝国”。 而正如英帝国的历

史经验， 美国建设直接帝国的经验也被长期不断的海外战争以及沉重不堪的安全

负担所拖累。 在 ２００８ 年这个关键节点前后，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与知识分子开始

对旷日持久的 “反恐战争” 感到疲倦。 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直接帝国也在疲态中迎

来了它不可避免的衰落。③

实际上， 如果对西方在历史上建构的国际秩序体系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
便不难发现这类秩序构想与建设实践基本没有脱离亚里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基于

希腊城邦政治经验给出的基本政体分类。 世界秩序被想象成带有明显等级差别

的共主共同体。 规则制定的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且存在明确规则制定者与被管

理者角色二分的结构。 国际秩序的形成是由大国主导制定规则并积极推行、 其

他国家被迫或自愿遵从规则的结果。 世界秩序像是一种具有寡头甚至君主制色

彩的政治结构。 对秩序的研究由此变成对这种寡头结构内部 “治序” 的探索。
在这个目的论上， 具有浓厚科学主义决定论色彩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同引入了历

史分析维度的英国学派保持了一致。 我们将 “位置性” 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知识

体系中对 “帝国主义” 问题的认识结合起来， 可以看出这种 “治序” 研究更多

反映了结构性权力护持者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性霸权的中心对这种结构进

行改良性或辩护性论述。 对这类研究最具建设性的批判则需要我们对霸权结构

本身进行讨论。 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构想一种不同于西方共主共同体元命题

想象的共同体秩序。
（三） 从辩证法出发来理论化 “全球南方”

对 “全球南方” 历史经验的讨论与理论化， 并不是要像全球国际关系学路径那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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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方国际秩序构想的基本类型与实践分类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样用新康德主义式的历史主义来否定科学主义， 也不能从科学主义传统内部出发，

将 “全球南方” 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参与共主共同体霸权竞争的一极。① 我们

需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 并考虑中国与整个 “全球南方” 在“世界市场” 构成的历

史进程中所共有的位置性特点， 进而思考人类整体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的新路

径。 在这里， 世界市场的整体性是我们思考 “全球南方” 现代化问题的基本前

提。 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第三世界与 “全球南方” 无法摆脱全球化以及世

界市场中既有的结构性不平等来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 更何况 “全球南方” 国家

所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本身就是这种结构性霸权的直接产物。 因此，

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状态， 将 “殖民现代化” 的产物改造成 “全球南方” 自主

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并进一步推动现有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

展， 就成为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的普遍性问题， 也是知识自主性的

·２３·

　 面向解放的辩证法
■■■■■■■■■■■■■■■■■■■■■■■■■■■■■■■■■■■■■■

① 殷之光： 《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 载 《社会科

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 第 ９９—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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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在处理自主性问题的时候， 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就是回答自主性是否意味着排

他。 阿里夫·德里克 （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 在 ２００７ 年最早开始讨论 “全球南方” 问题时便

注意到了这个潜在的问题。 他担忧中国、 印度、 巴西和南非等在 “全球南方” 中经

济发展表现优秀的国家可能会陷入 “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 的局面。① 德里克的考

量基于一定时代背景， 因为就在 ２００４ 年， 美国 《时代》 周刊与高盛银行分析师约

书亚·拉莫 （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 抛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即 “北京共识”，

认为基于中国发展经验而形成的 “北京共识” 终将取代 “华盛顿共识”， 领导世界

经济发展。②

尽管如此， 德里克仍旧注意到， 虽然 “北京共识” 从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

部诞生， 但似乎很快便 “拥有了独立的生命”， 开始成为一种共同意愿， 在深受

１９９７ 年亚洲经济危机冲击的亚洲国家以及其他谋求发展的 “全球南方” 国家中获

得了广泛共鸣， 传递了 “全球南方” 国家迫切希望谋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替

代方案的共识， 并与 ２０ 世纪的第三世界团结运动产生了历史性共振。 当今以金砖

国家为代表的 “全球南方” 群体性崛起， 在秩序构想与制度建设上明确接续了第

三世界运动。 在拥抱了从新自由主义秩序中产生的 “金砖国家” 概念后， “全球南

方” 国家也将这一概念放置在了 １９５５ 年的万隆会议、 不结盟运动以及 ７７ 国集团

的连续进程中。③

恰是在这种整体性的视角中， “全球南方” 与第三世界概念产生了有机联系，

并成为一个全球所有民族与国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底部的人民

谋求平等与自主发展的共同意志。 而在这个谋求平等共同意志的基础上， 自主并不

意味着排他， 而是对同一个秩序理想的 “在地化 （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更加符合辩证唯

物主义逻辑的现实态度。④

（四）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普遍理论与在地经验的辩证

这种普遍性与在地化的辩证在中国现代国际秩序研究的脉络中始终存在。 １９２１

年，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 以 “改造中国与世界” 来描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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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２－
２３.

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０４.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５５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ｃ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ｅ. ｉｎｔ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１９５５－ｂａｎｄｕｎｇ－ａｓｉ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ｌｅｇａｃｙ ／ ．
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ｐ. ２０.



种辩证的实在目的。 其普遍意义体现在其对改造世界这个指向未来的长远目标上，

改造中国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 “下手处”。 仅仅改造中国而不 “着眼及于世界

改造， 则改造比为狭义， 必将妨碍世界”。① １９２０ 年毛泽东给周世钊的通信中更是表

达出了这种普遍关怀明确的 “位置性”， 即 “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

当然脱不开 ‘中国’ 这个地盘”。 同时， 他强调为了解中国， 必须加以实地的调查

及研究。② 中国的自我解放必须与 “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③ 他曾经将这种秩序理

想称为 “世界主义”， 并与殖民主义进行了对照： 前者是 “愿自己好， 也愿别人

好”， 是 “愿大家好的主义”； 后者则是 “只愿自己好， 不愿别人好”， 是 “损人利

己的政策”。 而摆脱殖民主义实现 “世界大同”， 则 “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④

这种世界秩序观明确体现在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中并延续至

今。 在 ２０２４ 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主席也在民族独

立运动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关系中， 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表的世界秩序观

与万隆会议、 不结盟运动以及 １９７４ 年的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联系在一

起， 描述了一个从亚洲特殊历史条件中诞生的国际秩序原则， 在 “全球南方” 整体

性谋求独立自主的运动中获得了普遍性与 “走向世界” 的图景。⑤ 这一图景也恰恰

是马克思主义构想的 “社会共和国” 秩序观在 “世界市场” 中的延伸。

对位置性的明确意识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与国际政治实践的一贯特性。 １９３４ 年

《世界知识》 创刊辞中就强调， 中国进行国际研究的目的是在 “走向 ‘世界的中国’

的征途上”， 帮助所有人认识世界。 这一世界的基础是 “资本帝国主义” 创造的

“文明世界”， 无法摆脱其内部因谋求垄断利益而产生的 “极端的国家主义、 黩武主

义” 以及在经济上的 “锁国主义” 和 “货币关税的战争”。 这种自生的战争暴力不

但对一切殖民地弱小民族造成了压迫， 也彻底导致 “文明世界” 普遍理想的动摇。

因此， 在 “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向 “文明世界” 的反抗， 谋求 “合力征服自

然， 提高生活水准的斗争” 中， “平等自由作栋梁” 的世界秩序理想才真正得以接

续。 在这个进程中， 所有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等 “资本帝国主义贪欲的最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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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２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早期文稿 （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 湖南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４２８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早期文稿 （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 第 ４５４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早期文稿 （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 第 ５０３ 页。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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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成为这种不平等秩序倒塌而世界秩序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①

实际上， 现代中国始终在一个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中思考并表述秩序观问

题。 “中国是 ‘全球南方’ 的当然成员， 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② 则是这种辩证视

角下对世界秩序及自身未来发展的基本认识。 更进一步， 在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的 “金砖＋” 领导人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将 “全球南方” 的群体性崛起视为

“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 强调 “全球南方” 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 “世界历

史上一件大事” 。③ 同时， 这种群体性崛起还与一个更加漫长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

起， 即全球探索 “处理国与国关系，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促进全人类发展与

进步” 的不懈努力。④ 在这个人类共同的理想与实践进程中， 中国以及所有从

“世界殖民体系” 瓦解进程中 “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 将平等与发展问题作

为一组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推向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前台， 并通过万隆会议、 不

结盟运动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制度性平台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这一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改变自身命运、 追

求变革进步的深刻思考的五项原则， 经由反帝、 反殖、 反霸的不懈行动转化为国

际社会的共同财富， 并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思

想基础。⑤

这一系列表述将国际秩序的变革性、 群体性和历史性三个关键概念带入到对

“全球南方” 问题以及中国自我秩序观的认识中。 其中， 群体性与历史性分别将方

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带到了对国际秩序这一命题的分析中。

这种历史哲学对过去的回望是立足现在并指向未来的。 同时， “变革” 这一关键词

更明确地传达了中国将世界秩序视为一种不断变化发展动态的基本认识。 从方法论

的整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以辩证思维与逻辑理解这种动态， 发掘其背后的

普遍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迈向现代化这一目标， 便构成了中国现代国际秩

序观的认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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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辞》， 载 《世界知识》， １９３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 页。
《习近平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 ６０ 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习近平： 《汇聚 “全球南方” 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金砖＋” 领导人对话会

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对中国而言， 国际秩序的变革包含了两个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 第一， 国际秩

序需要从整体性视角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分析。 具体来说就是在作为复杂有机整体的

世界中， 理解部分与整体、 部分与部分、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 “变
革” 这一关键词需要我们关注动态， 而不是从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动态简化成一

个个静态片段的叠加。 实际上， 群体性与历史性的视角提出了秩序认知的主体性与

目的论。 在明确了目的论之后， 作为集合名词的人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便真正成为

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范畴。 对于全世界特别是 “全球南方” 来说， 谋求现代化与国

际的平等秩序便是这个绵延几代人、 持续不断的现实诉求。 在这个谋求法律平等与

实质平等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既是 “全球南方” 的当然一员， 也是 “全球南方” 在

世界性的霸权结构中保卫和平与自主发展权的重要力量。

七、 结论： 面向未来的理论

辩证法为回答 “什么是中国的秩序观” 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认识论。 这一认

识论以运动为根本特性， 关注主体之间的普遍联系， 并将主体的运动放在一个整

体的关系中理解。 这种秩序观以 “现实的人” 为出发点， 以人的解放为目的论，
以建设一种真正的社会共和国为国际秩序理想， 以尊重形式平等、 谋求实质平等

为现实抓手。 在 １９３６ 年读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时， 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 “社
会与自然间的矛盾， 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 过程间的矛盾不同， 解决的方法也不

同”。① 这一认识展现了与机械唯物论和历史主义截然不同的秩序观。 在政策上，
这种秩序观表现为中国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以及在探索过程中充分考虑

自然、 时代、 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条件的影响， 灵活主动地调整方法， 谋求实现

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解放。 在现代化这项基于现实、 面向未来的运动中， 人

不再被客观条件所决定， 而是在与客观条件的互动中不断地实现着主观能动性。
这种运动必须在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基础上才能显现出其面向未来和解放的意义。
这在共时的维度上体现为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之间的整体性认识，② 在当前

则表达为中国的发展与 “全球南方” 整体性发展的关联。 实际上， 作为曾经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中的被压迫者， 中国从被压迫位置走到今天的历史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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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将中国的和平发展放在中国作

为 “全球南方” 当然成员的整体关系中， 中国的发展便获得了普遍性。 这意味着

中国的发展不是一种特殊性现象， 而是作为曾经在 “世界市场” 不平等结构中底

端的一员通过能动的实践不断朝向实质性平等的历史进程。 这对所有处于不平等

结构底端的 “全球南方”、 对广大有着 “去依附” 发展理想的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历史辩证法最终必然使南北经济关系消失。”① 陈其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 《南北经济关系研究》 一文。 的确， 面向解放的发展是 “全球南方”

乃至人类整体的一项长远志业。 在这项漫长的志业中，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回答

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现代化理论均未能解决的问题， 即如何既实现生产力

的进步又能消除不平等、 如何保障真正的自由？ 中国没有盲从经典现代化理论非小

政府不可的刻板迷思， 而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进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

更积极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中国也没有完全陷于左翼现代

化理论对国际分工的悲观拒斥， 而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以开放的胸怀深度融入世

界经济发展， 以负责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②

以实现广大被压迫者现代化为目标的秩序观还将人在历时的序列上连接起来。

这种历时性的联系让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段的脉络中展开对秩序的运动的讨论。 这

种历时性的联系具有超验的特点， 但与西方建立在抽象意志基础上的超验性不同，

这种建立在现世实践基础上的超验性将一代代人的努力连接了起来。 毛泽东用 《列

子·汤问》 中的 “愚公移山” 故事解释了这种基于现世的超验性。 在 “子子孙孙是

没有穷尽的” 时间延续中， 平等与解放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到来。③ 同时， 作为一种

基于现世的历史哲学， 这种超验性的获得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的过程中， 站在此刻

的时间点上对历史进行回望， 并为过去的实践赋予意义。 正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

文上的描述那样， 只有站在新中国这一历史时刻向上追溯， 一代代人运动与牺牲的

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 也只有在这种历史哲学的绵延中， 我们才能理解面向解放的

乐观主义态度的唯物主义基础。

（截稿：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 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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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人文集》 （第 ７ 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 第 １５６ 页。
陈明明： 《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 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

第 ５ 期， 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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